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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 
 

刘斐丽 

 

 

摘要：本文将“地方性知识”作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山西吕梁的精准识别进程，揭示精准扶贫

存在的瞄准偏差新形式。研究发现，在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存在新形式的瞄准偏差，如“懒恶俘获”。

进一步分析发现，出现瞄准偏差的新形式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精准识别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与地方性

知识发生碰撞，二者呈现出的不同逻辑（国家识别贫困户的理念具有经济视角、侧重定量测量和简单

化的特点，而地方性知识却具有复杂的意义系统）。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国家和地方两个不同知识系统

之间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提出国家制定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发挥地方性知识的柔性管理价值，运用文

化视角和定性手段将会使精准扶贫政策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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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扶贫对象主要是贫困县，2001年开始，贫困村作为主要扶贫对

象，这两个阶段的扶贫工作以贫困地区作为瞄准目标。然而，基于实践经验，区域瞄准的扶贫政策没

有实现预期目标。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的扶贫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有限的扶贫资金往往使用分散、

漏出较高、瞄准有效性低，而村级瞄准扶贫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明显的瞄准目标偏离现象（左停等，

2015），如精英俘获现象（邢成举、李小云，2013）。瞄准目标偏离会降低扶贫政策和项目实施的效率

和有效性，从而影响扶贫的实际效果，无法做到“扶真贫，真扶贫”。2014 年初，中国开始实施精准

扶贫政策，这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工作实现从区域瞄准到个体瞄准的战略性转变。 

精准扶贫正是针对以往扶贫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瞄准偏离问题开出的新药方。然而，该政策在实践

中仍存在瞄准偏差的问题。由于贫困户的识别和锁定难以有客观、准确的标准（任超、袁明宝，2017），

在一些学者的调研中，发现精准识别出现偏差：所扶持的对象中有一半是非贫困户，而未得到扶持的

农户中，又有一半是贫困户（汪三贵、郭子豪，2015）；精准扶贫所划定的贫困户名单，并非只涵盖最

贫困的农户，往往将那些贫困线以上的农户也划了进来（王雨磊，2017）。学界关注的是瞄准偏差中的

“精英俘获”问题，主要从两条路径讨论。一条路径认为，精英俘获属于瞄准偏离问题，是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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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克服和改变的。精英俘获主要表现为精英合伙对于村庄内的扶贫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的占有（李

博，2016）以及通过占有扶贫资源的使用权和对其进行资本化经营的方式来实现对非货币型扶贫资源

的攫取（刘升，2015）。究其原因，一方面，精英俘获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

下往往倾向于选择精英来完成扶贫任务（朱天义、高莉娟，2016）。另一方面，精英俘获则出于内部

因素。贫困地区大多属于所谓的利益稀疏地区，村集体对公共资源的敏感性较强，精英人物更易于获

取扶贫资源（李博，2016）；同时，贫困村面临着阶层分化的问题，基层治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

制（李小云等，2015）。上述内外部因素促使优势群体俘获扶贫资源和收益。另一条路径则认为，精

英俘获不一定都是消极的，相反，精英治村有助于促进精准扶贫。在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和

村民自主性弱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

纽带，在动员群众参与、促成集体行动、整合社会资源、沟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

势（朱天义、高莉娟，2016）。 

在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出现瞄准偏差的原因方面，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反思精准识别的政

策和技术困境，有的学者认为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精准识别机制和考核机制都是影响扶贫资源瞄准

的因素（汪三贵、郭子豪，2015）；有的学者则认为精准扶贫瞄不准的原因在于精准识别中的三重瞄准

机制（王雨磊，2017）。另一条思路则注重从乡村内部寻找原因，如村民自治视角（万江红、苏运勋，

2014）、乡村治理视角（李博，2016；聂平平、邱平香，2016；张春华，2017）、乡土逻辑视角（李博、

左停，2017）、贫困户视角（葛志军、邢成举，2015；唐丽霞等，2015）等。 

通过梳理，发现虽然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大多研究将精准扶贫作为一

个整体，这样会因为主题太大无法深入分析进而流于空洞。其二，学界广泛关注 “精英俘获”这一形

式的瞄准偏差，即所谓的“扶富不扶贫”或“扶强不扶弱”两类现象，而没有注意到瞄准偏差的其它

形式。其三，既有研究大多分别从国家政策和农村内部实践这两大方面寻找精准扶贫出现瞄准偏差问

题的原因，很少从国家和地方两个不同文化体系所遵循的不同逻辑这一角度着手探究原因，而这一视

角有助于解释精准扶贫何以存在瞄准偏差。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精准识别中的瞄准偏差，分析

框架是“地方性知识”，研究问题是，立足于地方性知识，精准识别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的瞄准

偏差形式以及为何会出现这些新形式。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广泛存在于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和科学哲学等学科中，不同学科对地方性

知识的理解不同，如科学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侧重于地方性的理解自然界的方式、生存技能和经验技

术等，而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则侧重于文化层面和生活知识，关注不同文化如何交流、相互理

解的问题（李琦，2012）。美国人类学家克利弗德·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成为阐释人类学的核

心概念之一。他认为，“我们永远难以像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去确切地体悟不同时代或不同民族

的人们的想象”，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认识和理解地方性知识（克利弗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 

 - 3 - 

2000）。因而，笔者所关注和讨论的地方性知识，用吉尔兹的话来说，实际上是文化拥有者的实践，

是一种由当地人编织的符号系统、意义系统；而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凡是被社

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

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费孝通，2004），它潜藏在社会中，于不知不觉间为社会成员所遵守和习

得。 

当然，从更广的角度看，“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是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有其独特的

意义，既是对现代性的反抗，也是对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质疑。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地方性知

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其二，地方性知识还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性知识；第三，

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

的知识，而普遍性知识则无需询问知识是谁的和在什么具体情境中（吴彤，2007）。或许有人质疑，研

究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具有特殊意涵的概念实在不妥，因为在中国语境下，

不存在所谓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种族主义与非种族主义的敌视，因而就不能提出要求尊重文化独

特性和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作为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分析框架。诚然，精准扶贫政策可以看作是

国家为实现共同致富而实施的社会政策，是国家几十年来反贫困实践的创新形式，不存在先进歧视落

后、现代优于传统的问题，笔者提出“地方性知识”绝非质疑精准扶贫政策的合法性，而只是试图运

用文化的视角对精准扶贫政策反思一二。 

国家与农村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前者遵循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即试图用理性的、普遍的手

段来治理社会；而后者更偏重当地文化系统的意义，即农村社会有其自身的一套意义系统，它与国家

的逻辑不一定是对抗的，但有不一致之处。因而，在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研究中提出“地方性知识”，

意味着要思考国家与农村两个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如何交流的问题，即国家如何能够理解农村逻辑；意

味着要考量国家与农村两个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存在哪些阻碍因素致使国家公共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

果。进一步讲，国家制定的精准扶贫政策要在农村落地，就一定会遭遇到农村的知识系统——地方性

知识，两个不同知识系统会产生碰撞，从而出现政策制定者预料不到的后果，精准识别过程中出现的

新形式的瞄准偏差就是这样。国家试图用理性的、普遍的、经济的手段来识别贫困户；而传统农村中

的贫困观是一种情境性的文化，运用定量的经济手段测量和识别出来的贫困户不一定能够得到人们的

认可。地方性知识系统中的“贫困”未必与国家科学知识系统中的“贫困”一致，对于“贫困”的不

同理解会使这两个不同知识系统对“瞄准偏差”理解的不同。可见，本文提出的瞄准偏差新形式实际

上是运用“地方性知识”这面“镜子”发现的。 

（二）瞄准偏差的界定与相关研究 

世界银行规定，瞄准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李棉管，2017）。

基于此，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在一项扶贫政策中，没有将资源和项目分配给最贫困的群体，就出现了

瞄准偏差的问题。瞄准偏差指的是某一项具体的反贫困政策是否能将所有贫困者纳入其中并将非贫困

者排除在外。有两种类型的瞄准偏差：第一，排斥性偏差，又叫“应保未保”，即部分贫困者没有得到

扶贫资源的覆盖；第二，“漏出偏差”，又叫“不应保而保”，即非贫困者被纳入了以反贫困为目标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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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策之中（李棉管，2017）。常见的瞄准机制有区域瞄准和个体瞄准。区域瞄准被广泛应用于反贫困

政策中（Grosh et al.，2008）。区域瞄准是将资源倾斜给一些特定的地区，由当地政府和社区依靠它们

对当地具体情况的熟悉程度来制定受益条件并最终确定受益者。这种机制虽然会降低中央政府在瞄准

上的费用，因为中央政府远离地方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却给予当地政府和官员以特权，会出现“精英

俘获”问题（Lei and Christiaensen，2012）。个体瞄准存在的问题在于对贫困户或贫困者的收入调查很

难准确，收入测量的模糊化容易引起个体瞄准机制出现偏差。大部分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政策以个体

作为瞄准目标，存在的瞄准偏差形式主要是“精英俘获”，并且做了深入的原因分析（例如胡联、汪

三贵，2017；任超、袁明宝，2017；汪三贵、郭子豪，2015；王雨磊，2017；李博，2016；刘升，2015；

朱天义、高莉娟，2016）。 

瞄准偏差的两种类型是“应保未保”和“不应保而保”，这里的“应”与“不应”如何判断？从

谁的视角出发判断这个“应该”与“不应该”呢？国家到底将何种人划分为“应该受助”的人，又以

什么样的标准确定“不应该受助”的人，国内对此没有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对福利政策的接受者是否

“应该受助”（deservingness）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笔者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后，开始反思财政支出，政策制定者们更加理性地对待福利政策。人们开

始思考“谁应该享受何种福利以及为什么”这一福利政策的关键问题（Van Oorschot，2008）。如何判

断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受助呢？很多学者致力于区分应该受助的人和不应该受助的人（例如 Coughlin，

1980；Gans，1995；Golding and Middleton，1982；Kangas，2002；Katz，1989；Skocpol，1991）。有

学者认为，区分是否应该受助主要有三个因素：种族、个人禀性和致贫原因的属性。白人、遵守主流

规范以及社会因素致贫的人比黑人、不遵守主流规范以及个人因素致贫的人更应该受助（Applebaum，

2001）。哪些因素属于个人因素呢？如果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而不是身患残疾或因为外部因素需要获得

帮助，那么，他就被认为是主观上需要帮助，而非不得不获得帮助；而有一些学者认为，不管是身体

上或心理上的疾病，还是收入微薄，都属于内部因素，个人应该对此负责，因而都是不应该受助的人

Applebaum，2001）。有学者认为，人们根据受助者是懒惰的还是不幸的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福利接受者

（Petersen，2012）。还有学者通过概括既有研究的结论，发现人们衡量“谁应该受助”的标准有以下

几方面的内容：第一，需要的程度，即一个人越需要帮助，就越应该受助；第二，控制度，即一个人

越无法控制贫困，就越应该受助；第三，穷人的身份，即那些身份越接近“我们”的人，就越应该受

助；第四，穷人对帮助的态度，即他们越愿意遵从规则或感激帮助，就越应该受助；第五，穷人的回

报程度（他们受助后反过来做了什么或打算将来做什么），即一个人给予的回报越多，就越应该受助

（Jeene et al.，2013）。 

西方国家对穷人的救助经历了“从福利到工作”（from welfare to work）（Clarke，2010）的过程。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将穷人定义为由歧视和经济变迁引起的绝望的、无助的受害者，认为社会

是引起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建立信心、获得一技之长。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政府认为个体应该为贫困负责，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救助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Guetzkow，2010）。

这一时期，穷人被当作理性的行动者，缺乏指导自己做出正确选择的价值观。因而，美国的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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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更关注应该受助的人，而不关注不应该受助的人。针对应该受助的人，美国会提供一些更加

宽容的政策，而对不应该受助的人则提供条件苛刻的政策，在当局者看来，后者更应该依靠自身脱贫

（Applebaum，2001）。如何看待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呢？大部分学者认为，穷人有资格参与经济、社

会和政治等公共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不应该受助的人则没有这种

权利（Gans，1995）；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对应该受助的人和不应该受助的人都应该提供社会福利

（Applebaum，2001）。 

可见，国际社会对“谁是应该受助的人”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单单基于经济学视角，认为只要经济

贫困就应该受助，而且还综合考察了个人禀性、价值观等涉及文化的因素。同时，一些国家的社会福

利政策也对“应该受助”和“不应该受助”的人区别对待，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加区别地实施

救助。中国政府和学者仅仅关注精准扶贫政策是否存在瞄准偏差，是否被精英俘获，而很少探讨精准

识别出来的贫困户“是否应该受助”这一问题，没有关注到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如果是“不应该受

助的人”会对社会政策的实施产生何种影响。到底谁应该是受益者？经济处于贫困的人都应该成为受

益者吗？这些观点在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系统中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三、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瞄准偏差 

按照当前的政策和研究，中国政府乃至学界普遍认为“精英俘获”是瞄准偏差的主要形式，它的

存在使经济贫困之人无法获取有限的扶贫资源，却使经济非贫困之人享受了扶贫政策。本文试图从地

方性知识的角度入手去探讨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即从村民这一受助目标人群的内部视界去考察精准

识别到底有没有瞄准，存在哪些形式的瞄准偏差，本文称为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瞄准偏差。 

（一）田野中的精准识别实践 

笔者于 2017 年 6 月至 7 月集中对山西省吕梁市某国家级贫困县的W 村进行田野调查，根据此次

田野调查所获的一手资料对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进行分析。W村①位于全国 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的吕梁山区，作为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该区域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点扶贫对象。W村位于L

县工业大道以西，距离镇中心 5公里，距离县城 10公里，全村总占地面积 2600余亩，总耕地面积 1700

亩，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土豆、玉米和谷子。该村辖 9个村民小组，257户，1007 人，2015年人均年

收入 2580元。2015年“回头看”后确立建档立卡贫困户 90户，共 318人，贫困发生率 31.5%。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 1 月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

意见》后，国务院扶贫办于同年 4月紧接着就制订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拉

开了精准识别工作的序幕。然而，建档立卡工作实施了一年多以后，中央调查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精准识别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理想，依然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以及缺少村民参与、识别程序不公开等问题。

于是，2015年 7月，中央部署了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要求各省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同年 11

月，山西省制定了《山西省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指导意见》，统一安排全省的建档立卡“回

                                                        
①根据学术规范，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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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看”工作。然后，山西省市、县、乡镇各级根据此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真正的”①精准

识别。从田野调查的情况看，该指导意见成为山西省精准识别工作的重要依据。 

W 村村民不清楚第一次精准识别，因为第一次的精准识别工作被村干部当作一般性工作，自行指

定贫困户名单上报了。而在W 村，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识别是 2015 年的建档立卡“回头看”活动。在

此次活动中，W村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程序进行精准识别：由村民代表、党员、村干部组成民主测评

小组，按照文件里规定的“先排除十一不进，再打分，然后一条龙排队”的原则开展识别工作。第一

步，在参与自愿申请的 177户、共计 500人中，依据“十一不进”规定的条款进行排除，只要某户（以

户口登记本为准）符合“十一不进”规定条款中的任一条，该民主测评小组就把该户刷掉，即该户没

有资格参与下一步打分的环节了。第二步，在不存在“十一不进”情况的家户中，按照农户评议办法

进行打分，最终确定贫困户名单。 

（二）田野中的精准识别瞄准偏差 

W 村第二次精准识别受到村干部和村民的高度重视，参与民主测评的人员非常认真而又严格执行

政策。即便这样，W村识别出来的这份贫困户名单依然引起村民的不满。国家用经济指标衡量和确定

贫困与非贫困，而在农村的现实情境中，贫困与非贫困不仅仅体现为一个简单的经济指标，更是一个

拥有复杂意涵的符号。在村民心中，贫困是一回事，受助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

一个贫困之人，如果好吃懒做，那么他不应该受到帮扶。在村民心中，受到帮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获

得，也是精神上的肯定和鼓励，象征着国家对这部分人的关注和爱护。 

1.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应保未保”。有机动车就一定富裕吗？按照“十一不进”，由于家里

有一辆机动车，村里公认是最穷的家户成为非贫困户。 

案例 1：村里公认的贫困户。梁淮，38岁，育有三子，均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早年因病去逝，

父亲与其生活在一起。父辈虽然很勤劳，但是由于过世的老母亲生前常年治病欠下外债，导致家境非

常贫寒，是村里公认最贫穷的一户。以司机为职业的梁淮为了方便出行，花几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面

包车。根据“十一不进”的规定，这辆廉价的机动车的持有使作为户主的梁淮一户失去了成为贫困户

的资格。（对梁淮一户以及一些村民的访谈） 

按照“十一不进”，由于拥有一辆机动车，子女上学负担沉重且夫妻辛苦养家糊口的家庭得不到

扶贫政策的帮扶。 

案例 2：以苦为生的六口之家。梁君，43 岁，4 个孩子上学，夫妻俩齐心协力过日子。梁君以运

营出租车和种地为生，妻子主要养猪、养鸡和照顾孩子的日常。两口子整日为生计辛苦劳作，几乎没

有闲睱时间，农忙的时候在地里种地，农闲的时候搞副业。家里有个跑出租用的小型面包车，因而没

有资格参与贫困户的认定。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妻俩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不错，确实不穷。但是，梁

                                                        
①这里“真正的”是相对于笔者的田野调查点而言的。第一次精准识别工作是由村干部自行指定贫困户并上报，没有进行

民主评议，因而村民压根不知道精准识别这件事；第二次精准识别工作，也就是 2015 年进行的工作，在上级各部门的

重视下，村支两委按照程序进行全村范围内的家庭条件测算、民主评议，村民才知道国家进行的精准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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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认为，自己家虽然不算贫困，但是，这一切都是辛苦换来的：全家 6口人，只有梁君有土地，其余

5 人均没有分到土地，他们只能依靠副业养家糊口。（对梁君以及一些村民的访谈） 

有楼房就一定富裕吗？村里有很多在县城买楼房的，但是，其经济状况并没有比贫困户强多少。 

案例 3：“富”名在外的煤矿工人。梁旺海，58 岁，煤矿工人，常年在外打工养家糊口。与农村

种地人相比，他的日子过各一点儿也不安生，但是他家的经济条件要稍好一些，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好

日子是自己常年背井离乡且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苦工作条件换来的。现在他已年近六十，煤矿不

允许他再从事下井采煤的工作了。一下子失去赚钱能力的他，在村民的眼中，仍然算有钱人。而且，

他在县城为儿子买了商品房，在“十一不进”的规定下，没有成为贫困户的资格。（对梁旺海的访谈） 

案例 3中的梁旺海没有了收入来源，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的难题，很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但是，

由于他在县城拥有住房，第二次精准识别并没有给他参与测算年收入的机会。经调查，他买房是为现

实所迫——为儿子娶媳妇，而且他为了买房而债台高筑。 

在农村，大家的收入方式、谋生手段大体差不多，经济水平实际上大致相当，但差别就在于是否

愿意辛勤劳动，头脑是否灵活。一些具备发展能力和动力的家庭即使孩子多、家庭负担重，他们也往

往倾向于广开财路，积极地改变处境。经过艰辛的奋斗，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过得更舒适一些，添置

一些大宗物件，如小汽车、农具等；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不得不贷款购置房屋。然而，拥有这些物品的

家户并不一定比没有添置大宗物件的家户富裕得多，有的甚至比不积极添置家什的家户还更贫困、更

需要资金和项目的帮扶。可是，这类具备发展能力和动力的家庭却被“十一不进”排斥在精准扶贫政

策之外。此类家庭经过自身成员的努力，处于村庄的中低层，虽然不是最贫困的家户，但由于缺乏各

种条件和政策的青睐其发展能力受限。对于这部分家庭，通过精准扶贫给予一定条件的支持，就可以

帮助他们改善家庭生计状态，并避免他们转变为脆弱群体。这是减少农村增量贫困的重要途径（任超、

袁明宝，2017）。然而，他们一旦没有被确定为贫困户，就没有资格享受国家的任何与精准扶贫相关的

优惠政策。 

2.懒恶俘获：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不应保而保”。“懒恶俘获”包括“懒汉俘获”和“恶人

俘获”，即使被国家确定为贫困户的人是真正的贫困者，但只要他们是懒汉或恶人，村民便会认为他们

“不应保”，这样便出现了“不应保而保”的瞄准偏差。 

W 村存在一部分因个人价值观因素致贫的家户，他们好吃懒做，不是靠自己勤劳致富，而是“等、

靠、要”，心安理得地拿着国家的救济。 

案例 4：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农村贫困者。梁亚泽，85 岁，有一儿一女，均已成家。他在土改

的时候是村里的保管，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就是村里照顾的对象，一直到现在，村里只要涉及到利

益分配的事，比如救济、发白面、吃低保、精准扶贫户等，他总能被村干部想起来，被理所当然地当

作贫困户来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 

他和妻子一直以来怕吃苦，不愿意付出劳动。同样是种土豆，别人家的土豆可以长很大，而他家

的土豆却总是长得很小。有一回，他妻子和村里一位妇女一起去地里锄地，刚到地里，他妻子便喊累、

要休息，没锄几下地，就回家睡觉了。另外，梁亚泽一家不懂得计划着过日子，有钱就吃，别人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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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吃的东西，他家舍得吃；别人家省吃俭用置办家具、修葺房屋，他家永远住得很小、很破旧。从

居住条件来看，他家永远算村里穷的，可实质上，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低，甚至比有些富裕之家都过

得好。（对梁亚泽和一些村民的访谈） 

在识别贫困户的时候，国家主要是以经济为衡量标准。按照“十一不进”，梁亚泽一户没有什么

值钱的东西，因而不可以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根据国家给的表格打分，他家的得分偏低。因此，这些

类似的因懒惰致贫的家户就可以被国家识别为贫困户。但是，实际上，村里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家是

贫困，但是好吃懒做，不勤俭节约，这又能怨谁？凭什么这样的人就应该受到帮助，而其他吃苦耐劳、

拼命赚钱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呢？因而，懒汉俘获在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系统里属于“不应保而保”

的瞄准偏差。 

此外，农村还存在这样一些小群体，他们不是靠勤劳发家致富，而是靠耍无赖过日子：他们要么

擅长搜集村干部的“黑材料”，要挟村干部以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要么喜欢拉帮结派，打压村干

部；要么长期上访，成为“闹访专业户”；要么靠坑蒙拐骗赚钱养活家庭。他们成为农村的恶人，影响

着农村的各项事务。W村有 8 个上访专业户，名叫陈星星的村民专门出钱支持他们去县上、市里甚至

北京上访，几乎每年都要集体上访告状。此人几次落选村主任，心生妒嫉，专门与现任村主任、村支

书对着干。他总是能揪住村干部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据此或要挟村干部，或长期组织人上访告状，以

迫使村干部给其“好处”。另外，他与乡镇领导素有往来，乡镇领导为了更好地控制住 W 村的局面，

也会给他许诺、支付一些额外的好处。 

在第二次精准识别过程中，该 8名上访者所在的家户均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有 3人

的家境确实贫寒，劳动力短缺、经济窘迫，参与上访确实是有“冤”要“伸”；有 4人属于因懒致贫；

另外 1 人则不算贫困，也没有什么大事要告状，就是为了混吃混喝、顺便捞点钱。当笔者询问村干部

为什么参与上访的 8个家户均被确定为贫困户时，村干部无奈地说：“村里人的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名

额多余的情况下，能‘照顾’就‘照顾’他们了，毕竟‘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也不愿意节外生枝。” 

案例 5：暗自庆幸的小卖部老板。景大海今年 73岁，老伴 68岁，3个姑娘和 1个儿子均已成家。

儿子与儿媳育有两子，常年在县城打工赚钱。他和老伴共同经营西面村口的小卖部。他家与村主任素

有矛盾，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村主任不让景家开麻将馆，他们抗衡不过便关门了，准备村主任下台之后

再开。后来，他们经营小卖部。村主任曾举报他家销售过期食品，但查无实据，小卖部才得以继续营

业。自此事件后，景大海便加入了上访队伍。在第二次精准识别中，景大海一家被确定为精准扶贫户。

“其实我们家以前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村主任看我家不顺眼。这次因为我家老汉去告状了，才给了我

们老俩口一个‘精准扶贫户’的‘待遇’。”景大海的老伴这样说，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几分庆幸和

窃喜。 

案例 6：游手好闲的梁升栋。梁升栋，今年 62岁，丧偶，两个儿子均已成家，目前他与大儿子一

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并且登记在一个户口上。梁升栋老伴在世时，他们祖孙三代人一起住在其母修建的

五间平房内，生活还算不错。但是，在其母和老伴相继离世之后，他慢慢变得穷困潦倒。经过了解，

他实际是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一直依赖母亲的接济和老伴的辛苦劳动，本人懒得干农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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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扛着锄头去锄地，其实转一圈就回来了，根本没有付出多少劳动。另外，他喜欢谈论别人的是

非，尤其是村干部的是非，是上访专业户之一，有一次还被县里拘留了 15天。目前他家根据民主测评

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了。 

这类恶人要么真贫困，那么根据精准扶贫的政策就理所应当地成为精准扶贫户了；要么不贫困，

但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扰和影响村干部，让其给予照顾，迫于农村稳定的政治压力村干部会选择“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在普通老百姓的理念里，恶人即使真的贫困，也不应该得到国家的救助。因此，

精准扶贫的恶人俘获属于“不应保而保”的瞄准偏差。 

四、用地方性知识解释精准识别何以出现瞄准偏差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关键的一环，识别是否精准，直接关系到有限的扶贫资源能否帮助真正

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国家设计了一套严格的技术来测量贫困，力图避免“精英俘获”现象。从国家的

视角看，所有被确定为贫困的人口都“应该”受助。但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看，被确定为贫困的人口

未必都“应该”受助。前者的衡量标准是经济，而后者则将个人禀性、致贫原因等文化因素纳入衡量

标准。因而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精准识别按照国家逻辑实现了精准，但在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却出

现了瞄准偏差。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应保未保”，国家理念中不应

该受助的家户在地方逻辑中是应该受助的家户。具体来讲，国家识别的非贫困户中有一些是未被识别

出来的真正的贫困人口，还有一些是经济负担大、有发展潜力的家户，这两类家户在地方逻辑中都应

该受到国家政策的帮扶。另一种类型是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不应保而保”，国家认为，识别出来

的贫困人口理应受助，但村民却认为，其中的懒恶之人即使真的贫困也不应该受助，这样，就出现了

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不应保而保”。可见，国家与地方性知识对瞄准偏差的理解是不同的。如

果不从受助目标人群的内部视界出发去分析精准识别的进程，人们将无法发现在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

里存在的瞄准偏差新形式。 

（一）国家政策的逻辑不符合地方性知识 

1.国家政策的经济视角。确定贫困户的依据和筛出机制均说明整个识别机制的经济视角。贫困线、

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户综合评议三者相结合成为确定贫困户的依据。贫困线又称为贫困标准，是国家

为救济社会成员因自然、社会、经济、心理等方面原因收入减少或中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

会救济标准。按照国家的规定，2014年的贫困线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 2736元，2015 年为 2800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农户当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家户。农户人均纯收入用来核算和衡量一个

家户的经济水平，计算方法是农户人均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

产折旧-农村内部亲友赠送）∕农村居民家庭常住人口。其中，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2015年“回头看”时，农户评价办法（见表 1）是民主测评小组为农

户打分的标准。该办法包括农户的生产发展、劳动力条件、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四大指标，其中用于

测评农户务工收入和医疗保障情况的劳动力条件的权重最大，生产发展、生活条件次之，教育条件的

权重最小。县政府制定的具体测算标准，综合考虑到制约一个农户生活水平的各个因素，但它们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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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较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农户的经济水平，而无法体现出个人禀性、致贫原因等不易量化的文化因素。 

表 1                       2015 年L县“回头看”活动农户评价办法 

指标 评价内容 目的 分值 

生产发展 评价农户的耕地、林地和家庭经营情况 估算其农业收入 25 分 

劳动力条件 评价农户的劳动力状况、有无病残人口、医

疗支出和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估算其务工收入和医疗基本保障情况 35 分 

生活条件 评价农户的居住、吃饭、穿衣情况 估算其贫困程度 25 分 

教育条件 评价农户家庭教育负债情况和在校生现状 估算其教育支出、受教育情况和发展潜力 15 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L县“回头看”活动相关文件资料绘编。 

“十一不进”是精准识别的筛出机制。该项政策成为各级政策执行者不可触碰和违反的红线，他

们严格地执行着各项相关规定，丝毫不敢出错。《山西省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指导意见》

第六条原则规定了“八不进”，认为存在规定的八种情形之一的农户原则上不予识别为贫困户。后来，

L 县又根据此项规定制定了“十一不进”政策，具体如下：（1）配偶、子女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有固定工作且收入稳定的；（2）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的；（3）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4）拥有

机动车辆、工程机械或大型农机具的；（5）有自费出国留学的；（6）长期（两年以上）不在本村居住

且务工经营有稳定收入和居住条件的，或与本村以外子女、亲属共同生活有保障的；（7）从事农业生

产规模经营的能人、大户；（8）有稳定财产性收入的；（9）承包土地长期撂荒且面积较大的；（10）对

群众有质疑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11）具有其他不符合扶贫开发对象的情形。 

制定“十一不进”筛出机制的初衷是增加识别程序的可操作性，使基层执行者能够精准地识别出

非贫困户，但是有的规定过于死板、缺乏弹性。第 3项规定没有考虑购买商品房的家户的主观动机和

具体情境，贷款购买刚需房的家户与全款购买投资性商品房的家户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第 4项规定

则没有考虑机动车辆的价格和用途，拥有一辆用于谋生的万元面包车的家户和拥有一辆用于消费的几

十万元机动车的家户的贫富悬殊很大。因而，“十一不进”按有无某项物品来衡量贫富，而没有考虑拥

有物品背后的文化意涵。 

2.根本问题──整个识别机制过分依赖经济视角而缺失文化视角。第一，数字并不能反映一切问题：

打分机制存在问题。在识别贫困户的时候，国家主要是以经济为衡量标准。根据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

户评价办法测算获得的两个数据来识别贫困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国家规定的指标体系有时候难以全

面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一些特殊的经济收入难以反映在计算表格中，如补偿款等。W村有两

条公路、一条铁路和一个工业园区，这些占地均给被征地农户以一定金额的补偿款。所获补偿款最多

的家户高达几十万元，村委和村民对这笔款项的分配心知肚明，但国家计算农户人均纯收入时未将该

数字计算在内，从而测算出来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无法真实反映每一个家户的经济状况。国家识别为贫

困户的家户，可能因获得补偿款而一夜暴富，这样，在村民心中自然不应该成为贫困户，出现了地方

性知识意义系统里的“不应保而保”。其二，年收入仅仅可以体现出一个家庭的大体经济状况，却无法

测量其主观意愿，而农村中确实存在一部分人是由主观上的懒惰导致经济贫困。因而，在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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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系统里，村民们关注的不光是“是否贫困”这一经济学意义的问题，而且还有“是否应该受助”

这一关涉文化意涵的问题。 

第二，不能简单地将拥有某项物品作为判断非贫困户的充分条件：“十一不进”存在问题。首先， 

“十一不进”的内容围绕经济指标展开而缺失文化视角。如按有无某项物品判断是否贫困，没有考虑

到拥有该项物品背后的意涵；其次，“十一不进”的执行过于僵化。基层执行者将“十一不进”当作金

科玉律，不敢随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僵化执行可能会引起真正贫困户的漏出。因此，作为提高

瞄准精准度利器的“十一不进”虽然能使政策更易于操作，有效筛出一大部分非贫困户，但是，农村

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一些真正的贫困户被“十一不进”错误筛出。 

（二）地方性知识成为引起“恶人俘获”的因素之一 

农村中存在着村民、村干部甚至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文化网络，确定精准扶贫贫困户的过程同样

无法回避这一深深根植于农村的文化网络，这些够成了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人情、面子等非理性的、

不可测量的文化因素在地方性知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村干部在执行政策时表现出“不出事逻辑”（贺

雪峰、刘岳，2010）。 

党和国家在 2003 年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加强对地方和基层代理人的监控，促使他

们重视信访工作，这使得信访工作的压力层层往下传递。行政权力的末稍——乡镇是直接面对村民上

访的行政机构，而村干部承担着农村维稳的重任。对于村干部而言，维稳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下，村干部不得不对村里的“上访专业户”们有所顾忌。“保稳定”是

必须要做到的，因而，即使对成心捣乱者们的一些无理要求和威胁，村干部也会酌情处理。有时运用

一些手段巧妙化解，有时为了息事宁人会向他们妥协。村干部既要执行国家政策又要面对复杂的地方

情境，国家的政策与村民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样，处于“中间层”的村干部就需要通过变通来迎合

上面和下面，当然“迎合上意”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可见，作为国家代理人和政策落地者，村干部

不得不面对这种“压力型政治”，力争符合国家的要求；作为村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村干部又不

得不面对他们的生活空间，即乡土社会。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性知识”对国家的公共政策提出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需求，成为

国家制定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依据，是理解国家政策在何种意义上被认可的重要视角。因而，以地方

性知识为立足点去发现精准识别政策存在的问题，是结合中国实际研究瞄准偏差问题的文化视角，具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专门去调查受访地村民心目中的穷人是什么以及谁是穷人这个问题。当地人认为，储蓄有

限、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儿子的家庭属于贫困户；需要供养少数几个寡妇、老人、病人或残疾人的

人属于贫困人口。（Wong，2010）。来自村民对贫困的判断偏定性，而国家的精准识别中要运用一套

科学的知识系统，如以贫困线、人均纯收入等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因此，在用科学知识的逻辑去理

解日常生活时，存在语境转化的问题和二者沟通的问题。如何用科学知识的逻辑去测量日常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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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使之既符合国家要求又与当地人的认知一致，这是制定政策时尤其要考虑的，也是本文提出运

用“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来分析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的价值所在。 

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视角不是提倡权力完全下放，因为如果将贫困标准制定和贫困识别的权

力全部下放到地方政府，就很容易出现权力下放的陷阱，更容易出现“精英俘获”的瞄准偏差问题

（Bardhan and Mookherjee，2006 ）。笔者并不否认基于个体瞄准机制的精准扶贫政策，这个政策确实

可以有效防止区域瞄准机制普遍存在的“精英俘获”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国家制定识别机制的时

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系统中，人们对于“谁应该是受益者”这样的关键问题是有预

判的，即如果人们认为受益对象是“不应该受助的人”，他们就认为扶贫政策是存在瞄准偏差的，是不

公平的。运用地方性知识分析框架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精准识别瞄准偏差的形式，即不再只有“精

英俘获”，还有“懒恶俘获”，而这一形式一直为国家和学界所忽视；还在于发现了政策中的国家理念

存在一定的问题，即运用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依据的弊端和缺失文化视角的不足。因此，国家制定精准

扶贫政策需要发挥地方性知识的柔性管理价值，运用文化视角和定性手段将会使精准扶贫政策更具包

容性。 

第一，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重要性。鸟瞰式的大数据已经成为科学话语的一种象征（罗红光，

2016），定量的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定量固然更加直观、更具操作性，但是，人们

似乎执拗地认为定量可以测量出所有想测量出来的东西，只有定量的才是客观的。然而，运用定量的

方法测量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客观，定性的方法便可以检验大数据的可信度，能够发现数字背后的意

义以及数字所掩盖的真实问题。通过定性的方法，我们不能计算出来确切的数据，但是能通过较长时

期的参与观察发现真正的问题，发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客观”（罗红光，2016）。实际上，在识别贫困

时，应该将定量测量和定性测量相结合，前者主要考察经济方面的情况，如年收入和对某些物品或服

务的消费；而后者则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各种因素，主要测量的是人们的态度、偏好以

及主观感受等（Carvalho and White，1997 ）。  

在精准识别中，定量的计算方式难以真实反映农村的客观情况。用农户人均纯收入来测算贫困无

可厚非，用“十一不进”可以快速筛掉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非贫困户。然而，这些数字是根据国家制

定的公式测算出来的，可以测量出国家政策需要的数据，但是无法涵盖具有弹性的、蕴含丰富文化意

涵的农村传统社会的所有情境，与农村社会对贫困的认知也不一定完全契合。因而，如何将定性的方

法重新引入政策制定，是需要探讨的课题之一。 

第二，文化视角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政策的分析中，文化视角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脉络。从文化

视角研究社会政策，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归因要素，研究文化对社会政策制定和

执行的影响；另一条路径将政策当作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的社会政策对当地文化有何影响。这两条路

径说明文化会对社会政策产生影响，同时社会政策也会对当地社会的文化施加影响。 

本文运用“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分析精准识别在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存在的瞄准偏差。发

现新形式的瞄准偏差，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发现国家理念与地方性知识之间不调适所产生的问题，从而

使国家理念与地方逻辑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如果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解决此问题，国家政策将更

https://xue.glgoo.net/citations?user=CvoogxEAAAAJ&hl=zh-CN&oi=sra
https://xue.glgoo.net/citations?user=m4QiU70AAAAJ&hl=zh-CN&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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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执行、更符合民情。 

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99）认为，“制度乃是文化分析的主要单元”。如果我们要对自己

的文明或任何其他文明中个体的存在作一描述，就得将个体的活动与组织化生活的社会配置，即与盛

行于该文化中的制度系统联系起来（马林诺斯基，1999）。在他看来，研究文化要在实实在在的制度中

去分析，这说明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制度的内核，通过分析社会制度可以描述和发现背后的文

化。另一方面，制度具有文化作用，即制度体现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的同时，也生成、建构、形塑着文

化。因而，研究精准扶贫政策要重视该政策的文化影响。 

在识别贫困户时，国家仅仅以经济条件作为依据，不加区别地对贫困户实施救助，而在地方逻辑

看来，懒恶之人不应该获得救助。懒汉和恶人可以因其贫困就理所应当地获得国家救助这一现象会带

来两个影响。其一，于因懒致贫的贫困户而言，精准扶贫政策有可能使这类懒恶之人更加好逸恶劳，

更加倾向于“等靠要”。其二，于勤劳持家而又不太贫困的非贫困户①而言，他们从一开始便被排除在

受助的门槛之外，这使他们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公平。贫困户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救助，而他们却被排

斥在所有“福利”“待遇”②之外。不管农村中不劳而获的贫困户所占比例是否足够大，但只要存在这

样的家户，就会使村民出现心理上的不平衡。因此，具有文化功能的扶贫政策，不仅应该关注识别对

象是否真正贫困，还应该考虑识别对象是否有获得帮助的资格。此外，扶贫政策还应该兼顾经济与文

化：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又引导人们保持勤劳致富的传统文化，这才是扶贫政策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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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国家在精准扶贫政策中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如教育费用的减免、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等等，而这

些优惠政策在农村被视为“福利”“待遇”。另外，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当于一个身份、通行证，意味着只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才有资格享受这些政策，而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则一律没有资格，被挡在精准扶贫的所有优惠政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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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Knowledge and Targeting Error of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Liu Fei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local knowledge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in Lvliang, Shanxi. The study reveals new forms of targeting bias in the local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system, such 

as "lazybones capture" or “evil capture”.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targeting deviation i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stat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policy in the local context, one can 

observe two different logics of the state policy and local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ly identified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ha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simplification, while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is found in a complex meaning syste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ay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wo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It proposes that the state 

needs to promote flexible management values of local knowledge when formulating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he use 

of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can mak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more inclusive. 

Key Words: Local Knowledg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Targeting Error 


